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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行为选择及其保障水平的 

因素分析 

——来自上海郊区村庄层面的经验 

【摘 要】：文章试图探讨上海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并利用农业普查数据分析村庄层面农民对农保

和镇保的参与率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农保和征地补贴保障养老金标准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研究发现，农民参保

的激励及保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与村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及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等自

然环境和制度因素相关，而且还受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和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居民，人口老龄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保险，养老保障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养老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全国一样，目前上海郊区农民养老模式主要依

赖家庭或个人，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虽然存在强烈的需求，但社会养老保障的组织供给问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中国

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国际大都市，上海在探索和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方面显然也处于领先地位，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创造性地推出了小城镇社会保险模式，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为突破口，在传统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之外为上海农村养老保障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二是上海市并没有放弃对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制度改造

和完善的尝试，相反，在完善农保的基础上推出了土地征用补贴保障，并鼓励商业养老保险和综合保险等多种社会养老保障方

式的并行发展。总之，多元化的上海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则是上

海农民最重要的两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对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参加意愿研究多数是基于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农民参保意愿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如乐章

(2004)以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保险参加意愿与保险水平选择两个层面的考察发现，尽管家庭保障、土地保障仍然是农民规

避老年风险的主要方式，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需求非常迫切，且其养老保险参与意向受到个人、家庭、社区等多

层面因素的影响。吴罗发(2008)通过江西省 58 个县(市)436 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并利用 Logistic 模型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

与意愿进行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农民的文化程度对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负相关，农户人均纯收入、农户劳

动力比重、农户承包耕地面积对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正相关。其他类似的经验研究不仅涉及不同的地区特

征(江涛等，2007)，还涉及不同人群类型的差异等(肖云等，2005)。 

已有研究的局限在于抽样调查问卷关于农民是否愿意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问题设计一般比较主观，如常见问题设计为“根

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容及您自己的经济条件，您是否愿意参加”，农民参保的主观意愿和实际参保行为是存在一定偏

差。同时，抽样调查的误差及相关信度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使用村庄层面的最新农业普查数据来替代

面向农民个体的抽样调查数据，即根据一个村庄实际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农民规模占村庄全部人口的比例则比较客观地度量出

农民参与农村社会保险的行为选择，并且普查数据可以避免抽样调查的系统误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试图探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上海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并利用农业普查数据分析村庄层面农民对农保和镇保

的参与率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农保和征地补贴保障养老金标准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最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和讨论上海市农

保和镇保这两种最重要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效率特征和激励效应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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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局 2007 年第二次农业普查办公室提供的上海市行政村普查数据。该次农业普查对象涉及

上海市所有登记为村民委员会的行政村及列为农业普查农村范围内的居民委员会和具有村级行政管理职能的农(村、牧、渔)场

的管理机构。普查的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涉及本研究有关的包括村庄的基本特征、人口情况、耕地投资及村民自治和村级

经济收支情况等。实际普查的村庄数目为 1912 户，有效记录数据为 1854 户。 

二、假说、背景与变量 

(一)研究假说 

相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言，小城镇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上海郊区具有比较强的地方特色，农民参保的激励在很

大程度上是不仅与村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及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等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相关，而且还

受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及其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关于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村庄的地理环境有助于农民知道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及其相

关的信息知识，这一点在许多类似农民参保意愿的抽样调查中得到了证实(乐章，2004)。与基于个人的调查研究相类似，经济

收入和人口规模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参保激励的重要变量，但是，不同的是在村庄层面的研究中，影响的因素不再是农民个体

的收入水平和家庭人口规模，而是村庄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村庄自身的人口规模会影响一个村庄的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及其

享受的保障水平。对于相对富裕的村庄，集体经济提供给农民养老保险养老金的补贴会明显高于那些落后的村落，而这也显然

会提供富裕村庄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当然，在上海各区县，由于区财政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贴水平的不同，有

一些地方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可能会达到 289 元或 426 元不等，但这些农民所占比重毕竟不高，而且，这些养老金事实上是

村集体经济收入对老年农民的一种补偿，既不规范，也不一定稳定(杨子春，2007)。 

其次，关于村庄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问题。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大量的研究围绕村庄基层民主是否强化了村庄的治理

问题发生了有趣的争论(王书娜、姚洋，2007)。支持性的观点认为基层民主可以产生更加公平的公共物品的供给(Bardhan 等，

2005)，但反对的证据却争辩基层民主及其分权决策会阻止公共物品的提供(Besley 等，2000)。在村庄层面，基层民主不仅体现

在村庄领导人的选举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乡村的具体治理方面，如有关集体资产的处置和管理，关键的权力问题是集中于董

事长决定、村干部决定还是村民大会的分散化表决决定。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发达地区大量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及其集体资产

管理的民主化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基层组织对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激励及其保障水平。 

再次，关于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及其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目前，上海小城镇保险主要吸引被征地农民参加，其覆盖面过

去一直没有农村养老保险大。由于被征地农民根据现行的法规，征地单位必须为其缴纳小城镇养老保险费，从而村庄的被征地

规模将直接影响农民参加小城镇保险的规模。并且，小城镇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种不同的保障制度本身也存在相互的竞

争性和替代性。当一个村庄农民更多地选择参加小城镇保险，则必然会降低该村庄农民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此外，村庄

的集体经济支出结构中福利性开支比例的增加可以作为一个控制性因素考虑对农民的养老保障金尤其是征地养老补贴水平具有

潜在的影响。 

(二)上海郊区农民养老保障：一个总体描述 

与全国不同，上海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可供选择的空间更大一些。具体的养老保障方式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小城镇保

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及征地补贴养老和综合保险。以下重点讨论上海农民对于上述不同养老保障方式的参保状况

及其养老金水平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供给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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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养老保障参保水平来看，目前，上海市共有 257.3 万郊区居民参加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其中，郊区居民参

加比重最高的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其参加比例分别为 39.8%和 25.7%，两项合计达到 65.5%。其次，还有 14.9%

和 10.2%的农村居民也分别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此外，还分别有 5.5%和 3.9%的郊区居民享受征地养老和

参加综合保险机制(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2008)。 

从分区县的数据可以看出，农保参保率最高的是崇明县，其余依次为金山区、奉贤区和青浦区。相比之下，嘉定与闵行区

的农保参保率比较低。而小城镇保险，参保率最高的是南汇区，金山与奉贤区次之。而镇保参与率最低的是宝山区。此外，农

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比例最高的是浦东新区，已经达到 10.9%，而在水平最低的青浦区，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仅有

2.1%，而多少有些难以理解的是崇明县有 11.7%的农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居全市最高；金山区次之。在征地补贴养老方面享有

征地养老保障的农民比重最高的是松江区，即 2 万多农民享有征地养老保障，占该区全部农村人口的 4%。考虑到上海农村人口

总量包括了 277 万外来人口，因此各个区县农民也可以参加综合保险，其中宝山、松江与浦东 3 个区农民参加综合保险的比例

相对高一些，这也许与这 3个区聚集了更多的外来人口有关(见表 1)。 

 

由于征地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农村征地过程中历史遗留问题而设计的，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对于一般农户而言，

其进入的“门槛”费用比较高，至于综合保险主要是针对外来常住人口设计的。可见，上海郊区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主

要在于一方面需要推进小城镇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同时应该逐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水平，以增强对农民参

加保险的激励。 

(三)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的村庄分布差异：参保率、养老金标准及其若干影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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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普查的村庄数据来看，村庄层面的农民平均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小城镇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22.9%和 23.6%(见表

2)，农保参与率比小城镇保险参与率略低一些。但是，不同村庄层面的农民参保率差异十分明显，对于有些村庄，无论农保还

是镇保都没有农民参加，其两项养老社会保险参与率都是零。而对参与率比较高的村庄而言，其基本可以达到全员参加镇保或

接近于全员参加农保(99.5%)。显然，这表明有些村庄整体被征地而全部加入了小城镇保险。 

相对而言，对于参与率比较高的村庄而言，3／4分位值可以判断出农村居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分别为 33.5%和 37.7%，

分别高于整体村庄层面的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和 14 个百分点。而对于参与率比较低的村庄而言，由 1／4分位值可以观察出，

农村居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分别为 2.8%和 3.5%，其明显低于上海市村庄层面的平均参保水平(见表 2)。这表明农保和小城

镇两种养老保险模式在不同村庄层面的分布差异巨大。 

 

为了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或特征的村庄农民参保率的差异，我们挑选 3 个变量加以测量，一是村庄的贫富状况，即以是否

是贫困村为标准；二是村庄的地理便捷或区位特征，以是否为镇政府驻地划分；三是村庄事务的管理风格，即有关村集体资产

处置的决策是由村民大会还是由董事长或村干部直接决定来加以衡量。从表 3 可以大体上观察到农民参保率与养老金标准在不

同村庄的差异性状况。首先，关于农民参保率，贫困村农民的农保参保率达到 26%以上，明显高于非贫困村 22.5%的参保水平。

但其镇保的参保率为 18.9%，却明显低于非贫困村的参保率水平(23.9%)。同样，对属于镇政府驻地或具有区位优势的村庄，其

农民农保参与率为 15.3%，远低于非政府驻地或相对缺乏区位优势的村庄。而具有区位优势的村庄农民镇保参保率为 28.4%，则

高于缺乏区位优势的村庄镇保参保率(23.3%)。此外，村庄的集体事务管理的民主状况不同，则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也存在差

异。如在民主水平高的村庄，农民的农保与镇保参保率分别为 23.26%和 24.34%，都高于民主水平低的村庄的农保参保率。 

 

三、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及其保障水平的村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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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农保参与率和镇保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考虑村庄的农保参保率存在的差异可能与村庄的许多特征性因素存在潜在的相关关系，本文利用 2007 年上海农业普查中的

村庄调查数据对可能影响农民参加农保与镇保的各类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在剔除有关存在疑义的村庄记录之后，我们选择的数

据库包含上海郊区总计共 1854 个村庄，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后，有关解释变量的选取及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 

 

由于村庄层面的数据没有包含农民参保的个人特征的信息，而是仅仅以各个村庄的农民平均参保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

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与社会特征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从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有关村庄层面农民参保率的大量解释因

子还没有被纳入进去，因而其解释的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由于回归系数值非常小，显然，各类影响因子的变动对农民参

保率的影响是十分微小的，但回归的 T值和 P值大体上是经过检验的，其回归结果所列出的变量是显著的。 

关于在不同村庄农保参保率水平差异的解释，由回归结果可知： 

1.相对于镇政府驻地村庄而言，非镇政府驻地村具有更高的农保参保率。同样，村庄住户规模越大及村公益性支出水平越

高，则农保参保率也相应更高。其中，村庄公益性支出有可能对农民参加农保提供了补贴支持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这

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来加以说明。 

2.相对而言，村庄人口规模、政府征地规模、村经济收入及村福利支出等变量则对农民参加农保存在负面影响。村庄的人

口规模越大，或征地规模越大，则农民农保参保率越低。其中，政府征地会引起更多的农民参加镇保或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障，

从而降低该村庄的农民参加农保的激励。当然，村庄人口规模越大则农民参保率更低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村庄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则农民参加农保的比例也越低，这与前文的描述及非贫困村的影响是一致的。不过，关于村级福利支出，即村干部

工资等管理费用越高，则其农民的农保参与率越低，这里的影响机制是不清楚的，这有可能是村庄的福利支出增加在另一方面

降低了村的公益性支出的缘故。最后，还可以发现农保养老金水平对农保参保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即农保养老金领取

标准越高的村庄，其农保参保率也越高。 

3.关于不同村庄的镇保参保率差异的解释。与对农保参保率的影响方向相反，村庄人口规模、政府征地规模及村福利支出

等变量则对农民参加镇保存在正向影响。即村庄的人口规模越大，或征地规模越大，则农民镇保参保率越高。显然，政府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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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更多的农民参加镇保，这与征地降低了村庄农民的农保参保率刚好相反。但是，村庄人口规模越大则农民镇保参保率越

高，而村庄户数规模越大，则农民镇保参保率越低，这两个变量对镇保参保率的影响方向刚好也是与对农保的影响相反。 

同样，村级福利支出对镇保参保率有正的贡献，这与该因素对农民的农保参与率影响是相反的。此外，村庄经济发展水平

和村庄民主管理的类型 1 即村集体资产处置由董事长决定对镇保的影响不显著。在村庄管理民主化方面，相对于村集体资产处

置由村民大会表决决定的民主方式而言，村集体资产处置由村干部决定的村庄具有更低的镇保参保率，这表明在集体资产管理

更民主的村庄具有更高的镇保参保率的激励。 

最后，可以发现农保养老金水平对镇保参保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即农保养老金领取标准越高的村庄，其镇保参保

率就越低，这表明农保和镇保两种制度模式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关系，一种制度模式的保障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农民对另一种制度

模式参与的激励水平。 

(二)对农保养老金标准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由于镇保的养老金标准是全市统筹决定的，其水平与上一年的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一致的，并在不同乡镇和村庄大体

是相同的。但由于农保和征地补贴养老的养老金标准是根据各个地区乡镇和村庄的补贴水平决定的，所以在不同村庄存在明显

的差异。以下，分别以农保养老金标准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作为因变量，利用村庄的人口、经济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指标作

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 5 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农保养老金标准，村庄的区位即是否是镇政府驻地及村

庄公益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所以在后向逐步回归中被剔出了。而在关于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的回归中，村庄集体资产管理的民

主状况及村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在逐步回归中也被剔除了。 

 

首先，关于农保养老金的标准决定，村庄户数规模和政府征地规模越大，则农保养老金标准越低。而村庄人口规模和村级

经济收入对农保养老金的标准有积极的影响，即人口规模越大或经济收入越高的村庄，其农保养老金标准也越高。同样，福利

支出较高的村庄的农保养老金标准也较高。此外，相对于管理民主程度高的村庄(如集体资产由村民大会决定)，集体资产管理

主要由董事长或村干部决策的村庄，其农保养老金标准则更高。 

其次，关于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的决定问题，村庄户数规模和村公益支出越大，则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越低。而相对于一

般村庄而言，镇政府驻地具有区位优势的村庄征地补贴养老金更高。同样，村庄人口规模、政府征地规模和村福利支出都对村

庄农民的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具有正的作用，并且不同的影响变量估计都具有很强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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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与传统的基于农民个体的抽样调查研究相比，基于村庄的

经验研究能够观察到一个村庄整体的农民参保激励及其保障水平不仅仅是农民个体选择的结果，而且还受村庄层面的自然环境、

社会经济与政治民主情况的影响。 

村庄地理位置越便捷(或越接近镇政府所在地)会提高农民参加小城镇保险的积极性及征地补贴养老金的水平，而降低参加

农村养老保险的激励；类似的，村庄人口规模越大不仅会降低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比例，而且会降低农民领取的农保养老

金及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同样，征地规模和村庄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则会降低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激励，其

中，征地规模的提高会降低农民的农保养老金水平，而村级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则会提高农民的农保养老金标准。 

村庄集体事务管理的民主决策对农民的参保率和保障水平有一定的影响，相对而言，在集体资产管理更民主的村庄，农民

的分权化要求参加小城镇保险的激励更高。而在养老金保障水平方面，相对于管理民主程度高的村庄(如集体资产由村民大会决

定)，集体资产管理主要由董事长或村干部集权决策的村庄，则有更强烈的动机提高农民的农保养老金标准。而村级经济福利支

出对农民参保激励及其保障水平也有显著的影响。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一些检验不显著及没有得到检验的因素。研究发现，村集体资产处置的民主程度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参

保率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都没有显著影响，同样，村庄的经济发达程度却对小城镇保险的参保率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缺乏

显著影响。当然，由于缺乏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及家庭规模和结构等因素都没有得到考虑。此外，地方政

府的支持意向和力度也没有被本研究考虑到。 


